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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疫情背景下中美贸易摩擦的演变与中国应对

史本叶 杨馥嘉

摘 要 在新冠疫情的背景下，中美贸易摩擦加速向“超贸易”领域演变。中国的快速

崛起与美国霸权主义之间的根本矛盾，叠加美国利益集团和精英阶层的强烈干预，使得中美

竞争和摩擦长期持续，对中美两国产生多方面冲击，严重影响世界经济。一方面，拜登治下

的美国政府所主导的中美贸易摩擦不会停止，反而会加速向高科技、国家安全、意识形态等

“超贸易”领域扩散，呈现多点爆发、打击精准化、冲突常态化、竞争复杂化的特点；另一方面，

中美战略竞争的整体方向不变，但美国对华竞争的手段和方式将趋于理性化和弹性化。中

美仍然存在达成“竞合”关系的可能。中国应积极应对中美贸易摩擦向多领域蔓延，推动中

美关系健康稳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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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2018年3月以来，由美方挑起的中美贸易摩擦不断升级，陆续经历多轮相互加征关税的关税战，

直到2020年1月15日，中美双方签订《中美第一阶段经贸协议》，中美贸易摩擦阶段性放缓。然而新冠肺

炎疫情（以下简称“疫情”）的暴发催化了中美贸易摩擦的进一步发酵，疫情横跨美国两任总统的执政方

案，疫情背景下的中美关系更为复杂。在特朗普执政时期，美国为转移抗疫不力的责任，大幅提升对中

国的制裁力度，中美之间旧矛盾叠加新矛盾，双方冲突加剧。随着美国国内疫情的大暴发，美国经济严

重衰退，美方从开始的赞扬中国抗疫工作迅速演变为公开指责中国，中美贸易摩擦非但没有因疫情出现

缓和，反而在短期内迅速激化，从传统的贸易领域向高科技、国家安全、意识形态等“超贸易”①领域扩散。

美国遏制中国、维护世界领导地位的战略目标不会改变，美国挑起的贸易摩擦已经进入层次更深、范围

更广的双方冲突博弈深水区。2021年1月20日，拜登正式宣誓就职美国总统，此后，中美竞争和冲突仍

在持续并将呈现新的变化。厘清中美贸易摩擦发生演变的原因，准确把握后疫情时代中美冲突摩擦的

发展方向是当下亟待解决的重要议题。本文将从中美贸易摩擦演变的理论基础和现实逻辑入手，揭示

美国对华遏制长期持续并向“超贸易”领域演变扩散的本质，分析这种冲突对中美双方和世界经济带来

的多方面影响，研判中美冲突摩擦的发展趋势，提出中国可能的应对策略。

一、疫情背景下中美贸易摩擦的演变及内在逻辑

疫情背景下美国持续对中国发起“超贸易”攻势，中美贸易摩擦加速向高科技、金融、国家安全、意识

形态、地缘政治、国际舆论和规则制定等领域扩散。中美固有的结构性矛盾使得双方的冲突摩擦持续存

在并不断变化，美国为维护霸权地位遏制中国发展的企图日益明显。

① 本文将“超贸易”定义为：在贸易领域的基础上，中美竞争摩擦中涉及的高科技、国家安全、意识形态、金融、规则制定等其他领域的总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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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疫情背景下美国对华发起的“超贸易”攻势

中美贸易摩擦已经进入新的发展阶段，并呈现结构性变化。当中美贸易摩擦出现结构性变化时，中

美之间的矛盾冲突已经不再是局部的经贸问题，而是涉及多领域的整体性问题，影响中美关系的全局。

这种结构性变化体现在中美冲突摩擦由贸易领域向多方面的“超贸易”领域演变，包括舆论竞争恶化、高

科技和金融领域“脱钩”、意识形态冲突加剧和第三方因素凸显等方面，美国对华竞争全方位展开。

在特朗普执政时期，美国对华发起从贸易到“超贸易”领域的全面攻势。随着美国疫情的大规模暴

发，特朗普政府实施更为激进的对华政策，美国对中国的各方面打压愈演愈烈。

首先，美国对华发起舆论战，中美舆论竞争日趋白热化。美国对华舆论环境收紧，与疫情有关的阴

谋论大肆发酵。美国曾公开将“新冠病毒”称为所谓的“中国病毒”，并扬言让中国承担责任，随之出现各

地起诉中国、追责中国的闹剧。这一“甩锅”行为无疑是希望通过推卸责任释放国内压力，在大选中获得

选举胜利的筹码，同时利用舆论导向进一步攻击中国，给中国贴上“不可信任”的标签。在中国向世界各

国提供防疫物资的同时，美国等国家的西方政客和媒体开始散播“口罩外交”的荒谬论调，指责中国借此

扩大地缘政治影响力［1］（P233-248）［2］（P2-15）。美国借疫情抹黑中国的真实意图愈发明显，这一做法遭

到了美国社会各界的抨击，美国《国家利益》杂志曾有题目为《不要听信“中国隐瞒新冠疫情”的说法》一

文，强调中国并未隐瞒新冠疫情的真实状况，美国“污名化中国”实则是希望将抗疫不力的责任推卸给

中国［3］。

其次，美国加快推动与中国的“脱钩”。第一，美国大力推进与中国的高科技“脱钩”，阻止高新技术

输入中国，遏制中国产业升级和技术创新。美国不断将中国企业及机构列入“实体清单”（Entity List）实

施贸易管制，对抖音（TikTok）、微信（WeChat）等实施打压，并宣布清网行动。上述举动均是继华为之后，

美国对华的进一步技术制裁，说明疫情下美国的“恐高症”加剧，对以华为为代表的中国高科技企业的技

术封锁和审查升级。第二，美国开始酝酿对华金融“脱钩”。美国多次威胁考虑对涉港企业和金融机构

进行金融制裁，陆续通过了《外国公司问责法案》（Holding Foreign Companies Accountable Act）、《新冠肺

炎问责法》（The COVID-19 Accountability Act）等，制定一系列对中概股的调查措施，对中资企业赴美上市

融资施压。2020年 7月 4日，美国发布了《全球马格尼茨基人权问责法》（The Global Magnitsky Human

Rights Accountability Act），有实施小范围金融制裁的迹象。

再次，美国对华发起的“超贸易”攻势已经发展至国家安全、意识形态、人文交流和外交层面，中美双

方的敌对情绪逐步升温。在国家安全和意识形态领域，涉及台湾、新疆、南海和香港问题的中美冲突更

加严峻。美国不断干涉中国内政，在2020年3月26日正式通过《台北法案》（Taipei Act），插手台湾问题，

并在2020年6月17日进一步签署了《维吾尔人权法案》（Uyghur Human Rights Policy Act），企图利用所谓

的新疆问题煽动中亚国家反华。针对南海问题，美国不再保持中立立场，在2020年7月13日首次正式拒

绝中国南海主张。美国针对香港的打压加剧，2020年6月29日，美国正式宣布取消对香港的特殊相关待

遇，包括暂停出口许可证豁免等，并于8月11日宣布，自2020年9月25日起，原产自香港的货物出口到美

国必须标明来源地是“中国”，不能再贴“香港制造”标签。另外，2020年5月20日，美国发布了《美国对中

华人民共和国战略方针》（United States Strategic Approach to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报告，直指中

国治理和执政党，大肆渲染所谓的中国对美国制度稳定的威胁和挑战，多次对中国政治制度的合法性提

出质疑。中美人文交流的空间大幅收窄，特朗普政府将两国人文交流政治化，大肆实施签证限制，阻碍

双方学术交流。美国于2020年5月29日明确提出，限制中国高科技领域留学生入境，并于7月14日正式

宣布暂停一项中美双方的教育交流项目。在特朗普政府执政时期，中美互相关闭总领事馆，双方外交冲

突加剧。

此外，第三方因素在中美竞争中的分量有所提高，美国企图通过拉拢盟友与其他国家达成反华共

识，达到“去中国化”的目的。2020年7月1日，《美墨加协定》（USMCA）正式签订，其中的“毒丸条款”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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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规定了墨西哥和加拿大不能同时与非市场经济国家签署自由贸易协定，对中国的针对性极强。另外，

美国拟推行“经济繁荣网络”（Economic Prosperity Network）的可信赖伙伴联盟和七国集团（G7）扩大会

议，以实施对华战略打压。美国希望利用第三方国家力量进一步边缘化中国，中美两国政策环境和竞争

态势受到第三方力量的影响增大［4］（P484-486）。

拜登上任后，在“有限的多边主义”政策下，中美贸易摩擦继续向“超贸易”领域的全方位战略竞争加

速演变，美国更加关注和强调意识形态武器和同盟关系。

首先，贸易领域的对华制裁仍在持续。2021 年 3 月 1 日，拜登政府发布《2021 年贸易政策议程》

（2021 Trade Policy Agenda），表明美国将对中国贸易做法采取强硬立场，重点强调了所谓的“不公平贸易

行为”、知识产权保护、贸易规则等结构性问题。此后，2021年 10月 4日，美国贸易代表戴琪（Katherine

Tai）公布了拜登政府的对华贸易新政策，提出美方将启动针对性的关税排除流程，但不排除使用新关税

督促中国履行《中美第一阶段经贸协议》中的承诺。

其次，美国对华高科技打压升级，遏制手段更加丰富。2021年6月9日，美国国会参议院审议通过涉

及2500亿美元预算支出的《2021美国创新和竞争法案》（USICA）以应对和对抗中国技术竞争。随后，在

9月30日的“跨大西洋贸易和技术理事会”会议上，美国商务部长雷蒙多（Gina Raimondo）声称将联合欧

盟遏制中国技术创新，坚决压制中国高科技发展。

再次，拜登政府将多边主义意识形态化，以意识形态和国家安全为由强化同盟力量，并意图拉拢盟

友共同制定国际规则，遏制中国。2021年，戴琪10月4日的演讲以及拜登10月15日在多德人权中心落

成典礼的讲话，均反复提到了所谓的新疆生产中的人权问题，污蔑新疆存在“强迫劳动”现象，企图利用

所谓的新疆问题拉拢其他西方国家对中国施压。另外，2021年 6月，拜登陆续出席了七国集团（G7）峰

会、北约峰会和欧盟—美国峰会，旨在修复美国与欧洲盟友的关系以抗衡中国。在出访欧洲之前，拜登

在6月6日公开提出中国不应该参与全球贸易和技术规则的制定，计划通过拉拢盟友避免中国在国际规

则制定上拥有更大的话语权。

疫情背景下中美贸易摩擦加速向“超贸易”领域全方位扩散，具有结构性、全面性和体系性。中美多

领域竞争摩擦已经出现相互渗透和交叉的特点。意识形态领域的冲突已经渗透至同盟关系层面，延伸

至规则制定领域，美国已经将国际规则制定领域的对华制裁与贸易、高科技领域制裁相结合。美国对华

遏制的手段和中美冲突的领域更加多元化。双方冲突摩擦不再局限于传统的贸易领域，美国已经开始

实施政治、经济和安全领域的对华脱钩、限制和施压。

（二）疫情背景下中美贸易摩擦向“超贸易”领域演变的理论基础与现实逻辑

中国的快速崛起与美国霸权主义之间的根本矛盾，是美国坚决遏制中国发展并持续挑起冲突摩擦

的症结所在，中美贸易摩擦向“超贸易”领域演变的根本逻辑和理论基础离不开美国的地缘竞争思维和

国内政治逻辑［5］（P84-85）。基于结构现实主义的思想，作为守成大国的美国对快速崛起的中国会产生强

烈的威胁感和竞争的压迫感［6］（P3-21），双方结构性矛盾突出，因此，美国不断打压中国，避免自身利益受

到威胁，希望实现利益的重新分配［7］（P3）。

从地缘竞争思维的角度来看，首先，地缘竞争本质上是零和博弈的逻辑，一方获利必将造成另一方

的损失。以美国为代表的国家奉行“全球战略”，旨在维护世界领导地位。随着新兴崛起大国中国综合

国力的不断增强，美国在地缘竞争思维的驱使下坚信中国的崛起将对其长期以来的优势地位造成严重

威胁，认为中国快速发展的意图就是赶超美国，建立自己的霸权，这就导致中美地缘竞争日益加剧。目

前阶段，双方的地缘竞争不再局限于地缘政治竞争，而是开始侧重于地缘经济竞争，经济利益的分配成

为美国的关切重点，这使得双方冲突向高科技等更多核心利益领域演变扩散。其次，地缘竞争和大国权

利之争关联密切。在国际政治的经典理论中，权力转移理论（Power Transition Theory）重点关注了崛起

大国与守成大国之间冲突摩擦产生的权利政治博弈逻辑，该理论认为国家权力转移一般包括三个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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潜在权力阶段、过渡增长阶段和权力成熟阶段。少部分国家率先进入过渡增长阶段和权力成熟阶段，获

得“先发优势”成为主导国家，力求建立符合自身利益的国际秩序。此后，部分后发大国逐步进入过渡增

长阶段和权力成熟阶段，与主导国家之间的力量差距缩小，对现有国际体系产生威胁，容易引发守成大

国与崛起大国的冲突摩擦。权力转移理论主要从权力再分配角度分析大国关系，强调体系和结构的重

要性，一定程度解释了中美之间大国竞争的结构性动因。但是，该理论忽略了单元差异对大国关系的影

响，不同单元之间国家体制、意识形态等方面的不同，很可能影响特定单元的互动关系，进而决定崛起大

国与守成大国之间的互动性质［8］（P57）。这意味着在分析大国关系时，意识形态等因素不容忽视。近年

来中国经济飞速发展，经济全球化下中美两国已经在经济、金融、贸易、科技等多方面构成复杂网络，中

美关系也在发生改变。随着中国实力的不断增强，美国为维持其在国际权力结构中的领导地位，逐步对

中国实施更多领域的制裁，美国对华战略的“规锁”性质日益明显［9］（P24）。

从美国国内政治逻辑的角度来看，美国国内利益集团和精英阶层对中美冲突的演变起到关键作用。

一直以来，美国利益集团和政治集团深度捆绑，与政府之间更是存在错综复杂的关系。各大利益集团相

互争夺，通过游说等方式对美国国会和白宫施压，以争取自身利益的最大化，这不仅会影响美国国内政

治环境，同样会影响美国对华政策的方向。在美国涉华利益集团中，钢铁企业、高科技企业支持美国对

华采取贸易制裁及高科技制裁，而以美国商会、农业利益集团为首的利益集团，却反对美国对华贸易制

裁。各大利益集团在中美冲突中的利益受损程度不同，因此，对中美冲突的态度和立场有所不同。在

2020年美国大选期间，特朗普在满足钢铁企业等利益集团的政治诉求的同时，严重损害了农民和美国商

会的利益，因此，为获得选举的胜利，不得不安抚这部分利益受损的集团，一定程度推动了《中美第一阶

段经贸协议》的签订，贸易领域冲突有所缓和。拜登政府上台后，美国对华态度仍然受到各大利益集团

行为逻辑和行动方向的制约，两党就对华遏制战略的共识使得美国持续实施对华围堵。尤其在后疫情

时代中国高科技水平、国际影响力日益提高的情况下，美国高科技等利益集团必然会继续为维护自身利

益大力推动对华打压政策［10］（P82-83），秉持“美国第一”认识的精英阶层，也会为中美竞争的持续甚至向

更深层次的“超贸易”领域扩散推波助澜。

上述分析从理论层面厘清了中美贸易摩擦演变的根本逻辑和结构性动因，那么，从现实的角度，中

美贸易摩擦为何蔓延至高科技、金融、国家安全、意识形态和国际舆论等“超贸易”领域，与疫情存在怎样

的关联？

首先，高科技领域一直是中美战略竞争的关键［11］（P68）。《中美第一阶段经贸协议》签订后，美国在贸

易领域的诉求逐步得到满足，但仍然对中国高科技产业的发展充满担忧。中国已经出现一部分技术领

先的高科技企业，因此，美国必然会采取措施遏制中国关键技术发展，希望能够长期控制产业链制高点，

攫取垄断利益。叠加疫情冲击下美国经济的严重衰退，美国急于转移国内压力，而高科技领域是触及双

方核心竞争力和利益的关键，也是决定全球产业链价值分配格局的核心。因此，中美贸易摩擦继续向更

深层次的高科技领域延伸。其次，美国的金融优势显著，历史上美国曾多次依托美元霸权体系，利用金

融制裁手段实施对他国的遏制战略，美国对华局部金融制裁能够一定程度达到对特定实体金融压制的

目的［12］（P124）。再次，中美双方在价值观、发展模式和制度方面存在固有差异，以意识形态、国家安全等

为借口，联合盟国遏制中国发展成为美国打压中国的惯用手段，且考虑到对华制裁的成本，意识形态等

方面的打压成为美国维护自身利益的有力制裁工具。

疫情是催化中美贸易摩擦继续发酵和演变的新因素。首先，疫情背景下美国的“霸权焦虑”加剧，对

华敌意升级，刺激双方舆论竞争加剧。为了将所有疫情相关的责任“甩锅”中国，被“霸权焦虑”支配的美

国多次抹黑中国，不遗余力地打压中国。蓬佩奥（Mike Pompeo）作为特朗普政府的“反华急先锋”，声称

要组建一个旨在向中国索赔的国际联盟，多次发表毫无根据的辱华言论污蔑中国，美国的焦虑心理和随

之升级的对华敌意显而易见。其次，疫情对美国国内经济和产业造成严重打击，为了救济本国产业，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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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政府的对华贸易政策暂未彻底转变，贸易领域摩擦仍在持续。再次，疫情成为美国推进对华部分产业

链“脱钩”的新借口。随着全球疫情的大规模暴发，各国国内产业链构建的重要性愈发明显。表面上美

国出于国家安全和经济安全的考虑，希望通过建立完整的国内生产体系降低风险，实际上则是希望借疫

情降低对中国制造业的依赖，通过部分高科技产业链“脱钩”阻碍双方技术和人才流动，遏制中国高科技

发展。在疫情的影响下，中美贸易摩擦正在加速演变和扩散。

总体上看，中美冲突的实质在于守成大国与崛起大国之间的战略竞争，以及双方地缘政治、社会制

度和核心经济利益的对抗。美国固有的霸权主义与中国的飞速发展存在结构性矛盾，叠加美国国内政

治逻辑的影响，拜登政府的上台没有改变美国对华战略定位和中美冲突演变逻辑的整体方向。中美长

期以来的矛盾积累使中美关系出现结构性变化，中美冲突已经从局部的贸易领域蔓延至“超贸易”的全

领域。疫情成为推动中美贸易摩擦加速演变和升级的“催化剂”，高科技、国家安全、意识形态等涉及核

心问题的“超贸易”领域成为美国对华施压的重点领域［13］（P2）。从根本上看，无论是传统的贸易领域制

裁，还是全方位对华“超贸易”领域制裁，本质在于遏制中国发展、维护美国霸权地位。中美贸易摩擦已

经逐渐演变成两个大国之间的发展模式之争、核心技术之争甚至是意识形态之争，并在疫情的催化下迅

速发酵。

二、疫情背景下中美贸易摩擦演变的主要影响

近几年中美贸易摩擦不断升级，双方多轮关税战使得两国经济受损，并逐步扩散至世界其他国家。

新冠疫情暴发以来，中美贸易领域摩擦仍在持续，并加速从贸易向“超贸易”领域演变和扩散。在疫情和

中美竞争冲突加剧的双重影响下，中美关系的整体氛围恶化，双方经济、贸易、高科技、金融、意识形态和

国家安全等领域受到不同程度的冲击，两国深陷“安全困境”，并且会严重影响全球经济、贸易和高科技

发展，对国际格局和国际秩序产生冲击。

（一）疫情背景下中美贸易摩擦演变对中美双方的影响

疫情暴发以来，中美双方贸易和“超贸易”领域的冲突摩擦大面积覆盖政治、经济和安全领域，这不

仅会加剧中美之间的紧张关系，而且会对两国造成多方面的复杂影响，使双方面临更加严峻的挑战。

首先，中美关系的整体氛围恶化。美国广泛散布和传播“病毒起源论”“口罩外交论”等污蔑中国的

言论，严重恶化了舆论环境。在民主党和共和党的一致对华强硬态度下，美国政客和媒体抓住这种错误

的舆论导向，力求借疫情打压中国。中美双方舆论战的大范围展开导致两国民众的对立情绪高涨，中美

关系更加紧张。在双方多轮会谈中，特朗普政府和拜登政府的诚意明显不足，多次以傲慢姿态与中国对

话，这无疑不利于双方关系的缓和。双方舆论竞争的恶化会进一步损害中美之间的战略互信和政治

互信。

其次，中美两国的经济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总体上看，疫情叠加贸易摩擦，中美经济受到不同程

度的负面冲击。对美国来说，美国在国内疫情肆虐的同时，仍在推进对华遏制战略，美国经济严重下滑，

2020年美国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速为-3.50%①，达到1946年以来的新低。相比美国，中国迅速战胜疫

情，并且经济韧性相对较强［14］（P163-164）。在疫情和美国对华打压升级的情况下，2020年中国经济增速

有所放缓，但仍然呈现稳步复苏的状态。据国家统计局统计，2020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GDP）同比增长

2.30%②，中国成为应对疫情大流行下全球经济衰退的主要支撑，疫情叠加中美贸易摩擦的加剧和演变对

中国经济造成的影响在可控范围内［15］（P3-24）。也就是说，疫情和中美贸易摩擦的双重冲击对中美两国

的经济均造成不利影响［16］（P1-55）［17］（P41-59）［18］（P77-93），美国经济受到的负面影响明显大于中国。正

① 参见美国经济分析局官网（U.S. Bureau of Economic Analysis），https：//www.bea.gov/data/gdp/gross-domestic-product。
② 参见中国国家统计局官网，http：//www.stats.gov.cn/tjsj/zxfb/202102/t20210227_1814154.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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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部分学者立足疫情叠加中美冲突加剧的现实背景，采用投入产出分析和假设提取法再次证实了中美

双方经济受到的负面影响［19］（P60），且有研究发现中美贸易摩擦加速蔓延并恶化对美国经济的负面影响

更大［20］（P113-122）。

再次，中美贸易领域摩擦阶段性放缓，中美双边贸易额有所上升，但在疫情的影响下，美国对外贸易

短期暴跌。从中美双边贸易状况来看，在疫情暴发初期，中美双方签订《中美第一阶段经贸协议》，中国

在抗击疫情的同时仍然逐步履行扩大自美进口的承诺。据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20年中国对美国出

口同比增长8.40%，自美进口同比增长10.10%，双边货物贸易总值增长8.80%。中美贸易领域摩擦的短

期缓和有利于疫情背景下中美双边贸易规模的扩大。从中美两国对外贸易的总体状况来看，美国对外

贸易受到巨大冲击。在疫情暴发初期，美国进出口贸易大幅下滑。美国在2020年第二季度和第三季度

的出口总额分别同比下滑29.78%和12.74%，进口总额同比下滑19.83%和4.47%，2020年全年美国进出

口总额同比下降8.80%，且出口额下降幅度明显大于进口额①。也就是说，《中美第一阶段经贸协议》签订

后，中国对美进口规模的扩大不会根本解决美国贸易失衡问题［21］（P4015-4032）［22］（P1-16）［23］（P61-70）。

对于中国来说，2020年中国进出口总额同比增长1.90%，其中出口增长4.00%，进口微降0.70%。尽管中

国在疫情暴发初期面临美国施压和疫情冲击导致的多方面外贸压力，但中国作为全球唯一拥有全部工

业门类的国家，仍然具备巨大的生产优势和市场规模优势，中国进出口贸易在中美贸易摩擦叠加疫情的

影响下没有受到过大的冲击。随着中美贸易摩擦的演变和升级，美国对华贸易领域制裁并未停止，拜登

政府上台初期的对华贸易立场仍然较为强硬，中美贸易领域摩擦的持续不利于疫情下中美两国对外贸

易的恢复和发展，中美加征关税对美国对外贸易的负面影响更大［24］（P59-72）［25］（P199-240）。

另外，中美贸易摩擦向“超贸易”领域的演变影响中国高科技发展，金融领域受到的冲击有限。美国

加快推进对华高科技“脱钩”，对中国关键技术发展实施疯狂围堵［26］（P55-72），阻碍芯片等核心产品流向

中国，中国核心技术面临“卡脖子”。短期内，中国科技水平仍然与美国存在差距，需要学习和吸收美国

先进技术。短板技术产品的断供会使相关中国企业陷入被动，面临发展困境［27］（P384-392）。对于美国

来说，虽然美国对华技术封锁的强势加码能够起到短期遏制中国高科技发展的作用［28］（P8），但双方技术

领域的冲突激化会对美国市场和国内产业链产生反向冲击，损害美国的高科技优势。一方面，从人才的

角度看，美国对华技术封锁严重阻碍了双方高科技人才的交流，中美冲突的长期持续会削弱美国的人才

力量。另一方面，从资金和市场的角度看，中美高科技“脱钩”会导致美国企业失去中国市场，资金链断

裂，冲击美国国内产业链，不利于美国高科技企业的发展经营。长期来看，美国对华技术封锁的强硬态

度反而有助于倒逼中国企业通过自主研发提高创新能力，加快核心技术产品进口替代的步伐，摆脱技术

路径依赖［29］（P77-78），完善国内创新体系。中美高科技领域冲突加剧对中国来说既是挑战，也是机遇。

在金融领域，中美双方在香港国安立法问题上冲突不断，美国针对涉港企业和中概股企业实施打压，使

中国企业赴美上市的成本和审计风险增大［30］。美国对部分实体机构和个人账户的局部制裁，阻碍部分

受制裁机构开展国外业务，对国家整体金融体系的影响较小。目前阶段，我国基于自身发展实际，已经

逐步落实扩大金融领域高水平的对外开放，大力培育有竞争力的金融机构和金融市场，为“双循环”新发

展格局提供有力的金融支撑。因此，我国金融领域开放仍在稳步推进，美国实施小范围的对华金融施

压，对中国的影响程度有限。

此外，中美贸易摩擦向意识形态、国家安全等“超贸易”领域演变，中美关系深陷“安全困境”。中美

固有的结构性矛盾、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以及双方核心竞争领域的差距减小等导致美国在霸权思维下

的对华焦虑感、恐慌感和不安全感日益加剧。尤其在疫情全球大流行的背景下，中国制度优势的凸显再

次加重了美国的危机感。为提高自身安全感，美国不断实施对华更多领域的制裁措施，利用意识形态武

① 参见联合国商品贸易统计数据库（UN Comtrade Database），https：//comtrade.un.org/da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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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鼓吹“美国吃亏论”“中国威胁论”，企图借疫情大肆渲染意识形态对立。中美意识形态冲突加剧，尤其

是涉及国家主权问题、人权问题的冲突恶化，使疫情背景下的中美关系越发紧张，双方需要应对的地区

安全问题的范围扩大，性质更加严重，进一步深化两国的“安全困境”。

（二）疫情背景下中美贸易摩擦演变对世界经济的影响

中美冲突的变化牵动着世界经济的走向，贸易领域摩擦对贸易伙伴国产生明显的溢出作用，高科技

领域“脱钩”冲击全球产业链和技术生态，意识形态之争加剧会影响第三方国家的对华态度，且中美对外

政策的变化和规则制定领域的摩擦会对国际格局和秩序产生重要影响。

首先，中美贸易摩擦的加剧对全球经济和贸易造成负面冲击，不利于疫情冲击下世界经济的恢复。

中美贸易摩擦会通过扩散效应对世界经济造成负面冲击。中美加征关税导致生产者和消费者成本大幅

提升，抑制投资，进一步阻碍全球经济增长［31］。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于2019年提出中美贸易摩

擦的恶化很可能使全球GDP下滑0.70%，加征关税造成的世界经济损失接近6000.00亿美元［32］。与此同

时，世界贸易严重放缓，在OECD 2019年《中国经济调查报告》中指出，截至2019年4月，中美双方加征关

税措施将拖累世界贸易总额0.40个百分点［33］。部分学者通过模拟分析和经验分析方法再次证实了中美

贸易摩擦对全球经济和全球贸易的不利影响［34］（P2-37）。

其次，中美贸易领域摩擦会通过贸易转移效应作用于第三国，并存在正反两方面影响。中国和美国

分别作为亚洲区域价值链和北美区域价值链的核心国家，在两国发生经贸摩擦时，与中美经贸往来和利

益关联密切的国家会受到明显影响。一方面，中美加征关税导致两国双边贸易额下滑，两国的进口需求

会部分转移至其他国家。Bolt等、Ajami、Rosyadi和Widodo分别对中美贸易摩擦下欧洲、亚洲国家受到

的贸易和经济影响进行估计，发现贸易转移能够使部分第三方国家获益［35］（P1-2）［36］（P1-3）［37］（P125-

145）。另一方面，中国积极履行《中美第一阶段经贸协议》，扩大自美进口规模，会对贸易伙伴国产生反

向的贸易转移效应。中美双边贸易规模的扩大会挤占其他国家对中国的出口份额，不利于第三国贸易

增长［38］（P2-12）［39］（P1-10）。疫情席卷全球，大部分国家承受巨大的经济下行压力，而中美贸易摩擦加剧

并向更多领域扩散，不仅会给中美两国带来经济损失，而且会蔓延至其他国家［40］，对部分国家尤其与中

美价值链紧密关联国家的经济、贸易和福利产生重要影响［41］（P89）。

再次，高科技作为中美竞争的核心领域，中美高科技“脱钩”会部分切断全球产业链、破坏全球投资

布局和贸易秩序，阻碍全球高科技发展。一方面，疫情背景下全球产业链重构趋势明显，全球产业链分

工体系趋于收缩，中美高科技竞争恶化会加剧产业链体系的分化程度，切断部分环节，甚至使第三方国

家被迫“选边站”，进一步破坏全球产业链和贸易投资秩序。另一方面，中美高科技领域的冲突蔓延至第

三方国家，对其他国家技术进步产生影响，进一步导致全球技术进步放缓。美国为了防止对华技术流

出，推动构建以美国为核心的同盟国之间的技术创新合作机制，实施对中国技术合作伙伴国的资金和技

术遏制。美国利用第三方国家对中国施压会严重破坏全球技术生态，阻碍国家间技术合作，不利于世界

整体科技水平的提高。

此外，美国挑起的意识形态纷争已经渗透至同盟关系领域，第三方国家的对华态度和立场受到影

响，甚至冲击全球地缘政治格局。拜登政府上台后，美国高举意识形态武器拉拢盟友制裁中国，利用中

国同西方国家的价值观差异，大肆煽动意识形态对立。部分中东欧国家开始向美国倾斜，波罗的海三国

陆续跟随美国将中国视为“安全威胁”。2021年5月21日，立陶宛宣布退出中国中东欧国家跨区域合作

机制“17+1”，并不断就新疆、台湾等问题干涉中国内政。中美意识形态之争，不仅会影响中美两国关系

和中美外交的国际环境，而且会影响其他国家之间的政治经济关系，甚至对全球地缘政治格局造成

冲击。

最后，中美两国对外政策的变化，以及在规则制定方面的摩擦会对国际格局和国际秩序产生影响。

中美两国作为世界大国，在国际体系中占据重要位置，双方对外政策的制定以及竞争模式的改变，必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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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影响国际政治经济格局。疫情全球肆虐之际，美国仍然基于强硬的对华政策不遗余力地打压中国，甚

至企图通过拉拢盟友干预国际规则维护其世界领导地位，达到边缘化中国的目的。在霸权逻辑的驱使

下，美国试图构建符合本国利益的国际合作机制，利用“规则”遏制中国，不仅会危害部分发展中国家和

发达国家的利益，而且会冲击现有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产生全球性的负面影响。

三、疫情背景下中美贸易摩擦的发展趋势

美国挑起并推动中美贸易摩擦加速向“超贸易”领域演变和扩散。克鲁格曼（Paul R. Krugman）曾提

出中美贸易摩擦没有真正的赢家，美国对华贸易制裁不仅会对中美双方造成严重的打击，同样会给世界

经济带来永久的伤痕，并预测中美贸易摩擦将以美国的对外让步告终［42］。国内很多学者也曾对中美贸

易摩擦的发展方向进行预测，大多观点均认为中美贸易摩擦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不会停止［43］（P16-20），并

且很可能出现高端制造业领域摩擦升级之后的更多领域冲突［44］（P8-9）［45］（P107-114）。

《中美第一阶段经贸协议》签署后，中国在扩大进口和贸易开放等方面做出承诺，但中国在关键产业

和高科技等核心领域没有让步。新冠疫情的暴发，再次激化了中美的矛盾冲突，旧矛盾未化解的同时，

叠加疫情背景下的新矛盾，中美在各个方面的角力不仅没有放松，反而出现恶化的趋势，中美两国的博

弈已经进入了深水区。在特朗普执政时期，中美冲突摩擦已经涉及高科技、意识形态、人文交流和外交

等领域。在2020年美国大选中，中国被迫成为美国国内政治斗争的焦点，各方势力争相攻击中国，叠加

疫情冲击下的中美关系进一步收缩。拜登政府上台后，中美关系的整体发展方向没有改变，只是对华制

裁的手段和方式会出现调整。中美之间的竞争、冲突和摩擦将长期存在，美国仍然会对不断崛起的中国

实施压制，但不会和中国彻底决裂，双方仍然存在合作的空间，“斗而不破”仍有希望。本文将综合考虑

中美双方博弈视角和全球视角下的中美贸易摩擦的未来走向，深入剖析可能的发展趋势。

（一）博弈视角下中美贸易摩擦的发展趋势

首先，美国对华贸易领域制裁将趋于理性化。从2021年10月4日戴琪公布的拜登政府对华贸易政

策中可以发现，美国表面上承诺开始取消前总统特朗普对来自中国商品征收的部分关税，真正意图却是

构建一个符合美国利益的关税排除程序，削减甚至免征不利于疫情背景下美国国内产业发展和经济复

苏的关税，保留其他特朗普时期的关税政策作为与中国谈判的筹码。与特朗普政府不计自身损失、不遗

余力打压中国的政策手段不同，拜登政府倾向于在降低美国损失的同时对中国施压。此外，戴琪提出美

方会重新审议《中美第一阶段经贸协议》，不排除使用新关税促使中方遵守协议中的承诺。由于中国对

美国商品的进口额目前没有达到协议承诺的标准，即使存在疫情的影响因素，接下来美国仍然可能继续

利用第一阶段协议遗留下的所谓中国“把柄”寻求更多的贸易利益，短期内难以开启第二阶段谈判。另

外，拜登在上任后的首次外交政策讲话中，已经明确提出知识产权问题，在此后发布的《2021年贸易政策

议程》中，美国再次强调了知识产权、政府补贴、经贸规则等问题，可以看出美国将继续针对经贸领域的

结构性问题对华施压。总体上看，未来拜登政府虽然不会主动恶化贸易冲突，但显然不会彻底放弃对华

贸易制裁，美国将重点就知识产权等问题打压中国，更加重视经贸规则在约束和制裁中国方面的作用，

双方贸易领域摩擦将持续存在。

其次，中美高科技领域竞争将趋于复杂化。美国将在针对高科技领域实施对华精准制裁的同时，重

视强化和保持美国长期技术优势。一方面，对于中国的技术优势领域，美国仍然可能利用“实体清单”制

裁等多种手段对中国实施技术封锁。但相比特朗普时期的高科技领域全面“脱钩”战略，拜登政府倾向

于有选择的精准“脱钩”［46］（P106）。在拜登政府公布的《2021美国创新和竞争法案》中，美国明确提出将

对5G、半导体等重点产业实施政策扶持。也就是说，美国未来将在精准打击中国高科技产业的同时，健

全美国创新体系。另一方面，拜登政府未来很可能立足下一轮科技革命，从美国优势领域的视角开辟一

条中美高科技竞争的新路径。美国未来很可能在量子技术、人工智能等领域加大投入以产生虹吸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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吸引全球科研人才的涌入，旨在长期拉大中美两国的技术创新差距。此外，未来美国将在技术规则制定

方面继续阻碍中国高科技发展，企图通过行政手段和拉拢盟友将中国排除在外［47］（P12）。拜登政府强调

利用“规则”遏制中国发展，未来美国将重点结合盟友力量阻碍中国参与国际技术规则的制定，防止中国

在规则制定上掌握较大的话语权。

再次，美国有可能继续实施对华局部金融制裁，双方在公共卫生安全领域的竞争或将加剧［48］（P145-

162）。在金融领域，2021年7月9日，拜登签署新行政令促进多领域竞争，金融业仍是重点。未来美国可

能继续利用对华金融威胁增加谈判筹码，可能会实施对特定企业、机构的金融封锁和审查，阻碍中国企

业赴美上市。在公共卫生领域，疫情的暴发使得美国开始关注在公共卫生领域对中国供应链的过度依

赖问题，为防止中国在全球卫生安全体系中的地位过高，美国可能会适当采取措施加强公共卫生安全领

域的竞争优势。

最后，未来美国将继续在国家安全和意识形态领域对华施压，但两国在人文交流和沟通渠道方面的

矛盾将有望缓解。在抗击疫情的过程中，中国制度的优越性得以体现，美国对华焦虑随之加剧。美国一

直以来难以实现所谓的“民主化改造”中国，双方价值观和制度方面的冲突和差异长期存在。在综合考

虑制裁成本和双方长期竞争战略后，未来美国将持续在意识形态、国家主权和人权等方面对华打压，在

香港、南海、新疆、台湾等问题上的对华挑衅不会停止。未来拜登政府将更重视利用意识形态武器，但相

比特朗普政府极端的与华对抗措施，中美意识形态方面的直接冲突烈度将有所降低，美国将采取更加理

性、弹性和成熟的方式，实施意识形态领域的对华施压。此外，拜登上台后的首次中美高层战略对话已

于2021年3月18日至19日举行，并就气候问题等方面达成共识。2021年11月16日，中美元首举行首次

视频会晤，双方均表示同意继续通过各种方式保持密切联系。未来双方沟通渠道有望进一步恢复，人文

交流出现止跌回升的趋势，中美两国在气候等议题上存在有限合作的可能［49］（P8）。

（二）全球视角下中美贸易摩擦的发展趋势

中美贸易摩擦的发展趋势离不开疫情冲击下的全球大背景。首先，供应链重构趋势明显，区域价值

链“三大中心”不断强化。疫情暴发后，全球供应链韧性的不足逐渐显现，并推动了逆全球化的抬头，全

球供应链长度趋于缩短，出现纵向分工体系和横向区域化集聚的收缩趋势。很多国家开始重新思考供

应链安全问题，倾向于降低对中国供应链的依赖，打造国内健全的供应链体系。另外，后疫情时代以美

国为核心的北美区域价值链、以欧盟为核心的欧洲区域价值链和以中国为核心的亚洲区域价值链逐渐

强化。体系分化不仅导致国际资本流向发生调整，而且使得排他性明显。在此背景下，美国对中国的遏

制不断加强，未来双方很可能在更多领域展开竞争，中美贸易摩擦趋于向更多“超贸易”领域扩散。

此外，第三方力量将起到重要作用。由欧盟、日本等第三方国家构成的力量对接下来中美贸易摩擦

的走势十分关键，第三方国家的态度成为中美双方博弈的部分筹码。一方面，第三方国家很可能从维护

自身利益的需求出发选择态度和立场。在中美冲突主要集中在贸易领域的阶段，多数国家抱持观望状

态［50］（P10）。随着中美贸易摩擦向“超贸易”领域全方位演变和扩散，贸易、高科技、意识形态等多领域的

冲突摩擦必然会对部分第三方国家的利益造成影响［51］（P321）。疫情冲击下的全球产业链分化趋势更加

明显，中美在高科技、意识形态等核心领域竞争的加剧再次加重了全球产业链的脆弱性，第三方国家的

不安感和焦虑感加剧，未来第三方国家的态度可能会根据利益驱动的原则发生变化。另一方面，在美国

的拉拢下，第三方国家的态度将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虽然特朗普执政时期的多次退群行为损害了盟

友关系，但拜登政府倾向于重新返群，以欧洲国家为首选加大力度拉拢盟友，通过加强联盟领导力构建

对华围堵网络，联合盟国制衡中国。考虑到军事同盟关系和价值观的因素，部分第三方国家可能在美国

的胁迫和拉拢之下参与到遏制中国发展的队伍中，中美矛盾冲突将在第三方国家力量的驱动下进一步

复杂化。在目前的国际关系中，想要形成冷战格局是不可能的，多极世界中的联盟关系松散使得中美之

间难以彻底“脱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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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中美双方博弈视角和全球视角的分析，未来中美冲突摩擦将继续从贸易向“超贸易”领域全方

位演变和扩散。在贸易领域，美国将在考虑本国损失的同时实施更加理性的对华贸易制裁，重点利用知

识产权等结构性问题对华施压。在金融领域，美国或将继续实施小范围和局部的金融制裁。此外，高科

技和意识形态领域将成为未来中美竞争摩擦的焦点。中美高科技竞争将更加激烈，美国对华高科技制

裁的针对性更强，并将着重培育和强化美国自身的技术优势。中美意识形态之争更趋复杂化，未来美国

将继续利用涉台、涉疆、涉港和南海等问题牵制中国，更加重视利用意识形态武器强化同盟关系，借第三

方力量多边压制中国。与此同时，中美将在规则制定方面出现更多摩擦，美国将重点利用盟友力量强化

其在国际规则制定方面的领导权，并通过行政手段在全球贸易和技术规则制定等方面对华施压［52］

（P153）。总体上看，疫情背景下的中美冲突摩擦将在知识产权、高科技、意识形态、国家安全、金融和规

则制定等“超贸易”领域蔓延，逐步呈现出多点爆发、打击精准化、冲突常态化和竞争复杂化的特点。未

来中美冲突摩擦将在更多“超贸易”领域呈现全方位爆发的态势，美国将对华实施精准打击，第三方因素

在中美冲突中的重要性将更加凸显，中美关系将更加复杂和严峻。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中国崛起与

美国霸权主义之间的根本矛盾会导致双方竞争、冲突和摩擦的常态化，美国为维护其大国领导地位而遏

制中国发展的目标不会改变，中美贸易摩擦将不断呈现新的变化。拜登政府倾向于多边主义，重视同盟

体系、外交合作和规则，未来美国虽然不会在根本问题上对华做出让步，但是对华战略竞争的手段和方

式将趋于理性化、弹性化和成熟化。目前阶段美国的注意力可能会聚焦于疫情冲击下国内经济的恢复，

对华态度将受到经济和股市下行的制约。长期来看，中美仍然可能在冲突和摩擦存在的同时达成“竞

合”关系，实现“斗而不破”的局面。

四、中国的应对之策

在疫情的催化下，中美贸易摩擦加速演变和扩散，中美竞争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复杂性。未来拜登政

府将继续实施对华多领域制裁，且对华竞争的方式将出现调整，中美关系面临更加严峻的挑战。为有效

应对中美竞争的全方位展开，中国应制定更加完善的对美竞争策略，推动构建健康稳定的中美关系。

第一，积极推进中美合作，建立多层次沟通渠道，加强风险管控和制度体系优化。中国应秉承主动

出击的原则，积极在关键领域加强和美国的沟通协调，推动重启多边框架下的重点问题协商。争取在未

来的中美谈判中，在维护中国核心利益和保证原则性问题不退让的同时，切实回应美国的合理关切，力

求找到中美利益的平衡点，并重点推动美国对华关税的下降和“实体清单”制裁的解除。对于美国对华

制裁领域的扩散和演变，应做到主动防范和提前预警，制定长期的对美竞争策略。大力扶持芯片等核心

短板技术产业，提供政策和资金保障，并尽快构建能够满足国际技术贸易规则的知识产权法律制度。着

力推进金融体系市场化改革，从“周边化”入手逐步推动人民币国际化，争取构建数字人民币跨境支付结

算新体系，增强金融领域抗冲击能力。完善金融监管体系和机构合规建设，避免企业触及敏感地区的高

风险交易。

第二，大力提升核心技术的自主创新能力，努力打造国内完整产业链优势。面对外部不确定性的增

加和中美高科技领域竞争的复杂化，中国应努力提高国内产业链、价值链的完整度和紧密度，全面提升

中国创新、引才能力，构建更加完善的创新环境。应大力推进国内企业的自主创新和国内全产业链的构

建，通过“补短板”实现核心技术的自主可控，尽快实现进口替代，摆脱对自美进口的高科技产品和金融

产品的过度依赖，并重视加强下一轮科技革命可能涉及的重点领域发展。同时，继续加强“长板”竞争优

势，在充分发挥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和完备的产业体系优势的基础上，促进出口企业的数字化转型升级。

着力发展技术领先的优势产业集群，培育世界领先技术的核心竞争力，充分发挥合力作用。

第三，着力构建内需增长引擎，在开放和自强中提升抗冲击能力。通过后疫情时代民生投入的增

加，促进传统消费的回暖和新型线上消费的持续发展。基于要素市场改革和配套制度改革，以新型城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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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为主线提振内需，带动消费和投资需求的大幅增长。此外，应努力建设法制化、国际化、市场化的营商

环境和安全、高质量的知识产权体系，在扩大开放的同时大力吸引外资。创造良好的产权制度基础，构

建一个充满活力的开放经济体系，提高中国在面对贸易摩擦新演变时的抗压能力。

第四，始终坚持多边主义，有效促进区域经济一体化和“双循环”发展战略的良性互动。坚持发展中

国家站位，以合作共赢为目的，以经贸关系为基础，加快拓展与伙伴国之间的国际合作和经贸联系，充分

挖掘和寻求更广泛的战略支持，提高中国在国际规则制定中的话语权。高质量推进“一带一路”和RCEP

建设，保持对加入CPTPP和DEPA的积极开放态度。加强中日韩合作并巩固与东盟的经贸往来，促进中

国和欧盟国家的互动，推动RCEP国家深度参与“一带一路”建设，并在此基础上促进与“双循环”战略的

协同发展。强化国际经济合作区与国内城市群的协调发展，通过集聚国内外人流、物流、资金流等，实现

要素的优化配置，促进内外联动和双向投资合作，统筹国内外资源，对冲美国对华多领域施压的负面

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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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Transformation of Sino-U.S. Trade Friction and China's
Countermeasures under the COVID-19 Pandemic

Shi Benye ，Yang Fujia（Jilin University）

Abstract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the COVID-19 pandemic, Sino-U.S. trade friction is spreading to

Super-trade fields rapidly. The Sino-U.S. competition and friction will last for a long period under the impact

of the fundamental contradiction between the rise of China and American hegemonism as well as the strong

intervention of interest groups and elites in the United States, which has multiple impacts on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and affects the global economy seriously. On the one hand, Sino-U.S. trade friction led by the

U.S. government under Biden's administration will not stop, and Sino-U.S. trade friction will spread to Super-

trade fields rapidly, such as high technology, national security and ideology, with the characteristics of "multi-

point outbreak", "precision attack", "normalized conflict" and "complicated competition". On the other hand,

although the overall direction of Sino-U.S. strategic competition will not change, the means and methods of

U.S. competition with China will tend to be rational and flexible. It is still possible for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to establish the “co-opetition” relationship. China should be actively prepared for the spread of Sino-

U.S. trade friction to multiple fields, and promote the healthy and steady development of Sino-U.S. rel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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